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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学，因为不想当花瓶

1927 年，我出生在浙江宁

波，抗日战争前跟随父母移居

上海。后来在上海中学理科班

就读，课程都使用英文原版教

材，教学质量非常好。1946 年，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

数学系，同级考入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的有 50 多人。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交通远

不如现在这么方便，我和同学

要先在上海外滩码头乘坐轮

船，经过几个昼夜颠簸航行后

抵达天津大沽口，然后再乘坐

火车到北平。此后，我就一直

在这里工作、生活。

其实，我考入北京大学数

学系之前，对数学这门学科并

不了解。之所以想学数学，是

为了要独立自主。因为女孩子

在旧社会中要独立是很难的，

大多数人只是作为花瓶摆设而

已。我不愿意作摆设，觉得教

师在当时还是不错的职业，希

望以后可以做教师。

大学期间，我除专业课程

之外，还选修了俄文和德文。

其间，国家命运也发生巨大变

化。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努力，

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新中国。

新中国刚建立时，急需培养适

应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人才。

1950 年 12 月 14 日，政务院总

理周恩来颁布了《关于开办工

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

习学校的指示》，旨在提高工

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

事业的需要，“给予他们以专

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

为新的知识分子”。随后，政

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根据指示

精神，批准通过《工农速成中

学暂行实施办法》，对工农速

成中学的学制、课程、教学计

划等做出规划。

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立

即响应国家号召，办起工农速

成中学，目的就是要经过三年

培养，将小学水平的干部培养

成“新中国的各种高级建设人

才”。1951年，我从北大毕业后，

顿时成了“宝贝”，很多单位

希望我去工作。当时北大工农

速成中学刚刚成立，我就决定

到学校担任教师，希望在教师

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后来，我发现好多学生连

小学都没有毕业，最多三、四

年级；所以我们就采用硬拽的

办法，把这些学生拽上来，使

他们能够跟得上课程；并且，

这些学生非常用功，有不少人

后来取得了很大成就，有些学

女秘书眼中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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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文，是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

秘书。她担任钱学森秘书有两年多时间，离开秘书岗位后，又担

任力学所科学技术学校教务科长，20世纪 70 年代调任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所任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但是，这两年多时间

却是她非常怀念的一段岁月。采访中，张可文一直使用“钱先生”

称呼自己的“老领导”，言语中充满敬意，也流露出一种在钱学森

身边工作的幸福神态。

张可文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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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现在还在大学里担任教授。

组织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1956 年 7 月的一天，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下文简称

“力学所”）的领导突然来到北

大工农速成中学商调我担任钱

学森先生的秘书，还给了两个

月的时间来考虑。当时，我并

没有特别高兴，因为对钱学森

先生和他的成就并不是很了

解；只知道他是从国外回来的

大科学家，而我是刚毕业的大

学生，能胜任吗？

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没有

了，我是个地道的“三门”干部，

只知道“家门——学校门——

机关门”，觉得力学所领导既

然已经找了我，那我就应该去，

组织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到了

那里就好好工作，合则留，不

合则去，还回来做以前的工作。

当时力学所之所以会来找

我，是因为在筹备力学所期间，

我的大学同学欧阳绛是筹备组

成员之一。力学所为钱先生找

秘书时，欧阳绛向筹备组推荐

了我。筹备组领导经过了解，

认为我符合要求，就决定来找

我。就这样，我从北大工农速

成中学调到中科院力学所。

钱先生第一次见到我便

说：“你是学数学的啊，那你

能理解我，你能懂我所做的工

作。”钱先生是搞应用数学的，

他能把一个实际问题中的本质

问题提炼出来，转化成一个数

学问题，再运用数学作为工具，

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这是非常

了不起的真本事。这也是我对

喜欢抽象数学的人非常佩服之

处，我们好多人没有这个能力。

在我的印象中，钱先生是

一个很敏感的人，包括郭永怀

（著名力学家，曾任力学所副

所长）在内的很多人都怕他。

后来我问钱先生：“怎么郭永

怀先生也怕你？”钱先生回答

说：“我和他有过一段师生关

系。”但我在担任钱先生秘书

期间，与他相处关系很平等，

没有一点惧怕心理。有一天早

晨，钱先生板着脸，不是很高

兴。我觉得很奇怪，自己没有

做错什么事情啊，也没有理他，

把文件放在桌上就回自己的办

公桌。到九点多，钱先生感觉

气氛不对，主动讲话，此后再

没发生过类似事情。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力

学所盖了一座办公大楼。力学

所领导、科研人员一心扑在工

作上，基本上一天三班：上午、

下午、晚上，年青人也没有心

思去谈恋爱。不过后勤部门也

很周到，晚上十一点多就做一

点面条汤给大家当宵夜。钱先

生住在中关村，只要他在中关

村，都会到力学所上班，晚上

也经常来加班。

钱先生给我很大支持

1959 年以后，钱先生将

主要精力放在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下文简称“五院”）。不久，

我的工作也发生变化。此前，

钱先生一直希望我去搞情报资

料工作，因为我学过四种语言，

懂英文、日文、俄文、德文。

但力学所正在筹办“科学技术

学校”，力学所党委书记问我

是否愿意担任教务科长，我知

道办这个学校的意义所在，就

满口答应了。

办校之初，学校使用原西

太后御林军的兵营作为校舍。

兵营是打通的，我们便用草帘

子给它隔开；还弄来包装箱，

从学生里面挑出会做木工的，

自己做小板凳，作为临时课桌

椅。这段岁月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江南，却在大街上拉包

装箱，招摇过市，什么滋味啊？

但是为了工作，什么事情都干，

需要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时候

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老师和

学生以八路军“小米加步枪”

的精神对待困难，师生感情也

很好，大家齐心协力，为学校

争得很多荣誉。

这个时候，钱先生给我很

大支持。我清晰地记得，有一

个礼拜六，钱先生打来电话说

所里面批了 42 万元，叫我把

学校附属工厂所需的机床设备

和实验室设备一次购买到位。

而且钱先生知道我不懂设备，

就安排工厂里唯一的工程师协

助我作购置计划，所以这个工

厂的设备非常先进、全面，是

非常棒的。

钱先生不遗余力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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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这个学校，其实是和钱先

生的事业糅在一起的。在严

重缺乏初级人才的情况下，

钱先生没有走老路，而是针

对新问题，开拓创新，希望

通过三年的教学使一个初中

毕业生在研究人员指导下成

为一名初级助手，即具备大

学一、二年级的专业知识和

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动手能力。

这是钱先生思想的先进之处。

在办校十余年时间里，学校

为中科院培养了大量新技术

人才，包括自动化、力学、

无线电、计算机、化学等等。

接下来，我就考虑师资、

教材问题。那个时候，国家

有很多义务兵，还有从朝鲜

战场回来的志愿军。我亲自

给他们讲数学、物理，以便

从其中挑选 20 人作为教学工

厂和实验室师资，派出去培

养。因为学校是培养新技术

人才的，所以教材要自己编

写。虽然钱先生此时的主要

精力在五院，非常繁忙，但

还经常抽时间到学校给学生

做报告，很多人受此影响，

从此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钱先生在美国没有学过

《矛盾论》和《实践论》

钱先生是一个享誉世界的

科学家，科学成就在世界上是

被公认的。在海外，因为祖国

不强大，他得到的是不公正的

待遇。所以钱先生回国后，看

到新中国站起

来并强大了，

毛主席敢摸美

国的“老虎屁

股”，他是很佩

服毛主席的！

在力学所

的时候，我经

常见到钱先生

和郭永怀先生

两人，利用晚

上加班的时间

学习、讨论毛

主席的《矛盾

论》、《实践论》。有时候，我

还偷着笑，觉得他们讨论的问

题“太有意思”，因为他们在

美国没有学过，是初学者。而

几十年之后，钱先生却在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巨大

的理论贡献。

现在，有些人指责钱先生

当年写“亩产万斤粮”的文章。

其实，钱先生的文章是从能量

转化的角度来论证的。我记得，

钱先生的一篇文章是由我寄给

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编辑

部的。发稿时，我问过钱先生

这个结论是否可能，钱先生给

了肯定答复。几天后，农科院

来电向我确认可能性，我便再

次向钱先生求证。钱先生当时

站起来，并且从口袋里拿出计

算尺演算，同时答复是可能的。

钱先生说，比如一亩田一年接

受多少太阳能，种庄稼要接受

多少能量，多少变成麦穗、桔

梗，然后打很大的折扣后，从

能量转化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

能的。

但在“浮夸风”、“大跃进”

的年代里，一些干部挖地两

米多深，水都挖出来了。当

时我就想，这地还怎么种啊。

其实那个时代已经到了失常

状态，只是钱先生被推到了

风口浪尖上。

这位“老战友”对我帮助很大

有一次，北大一位副教

授向钱先生求教问题。钱先

生坐在办公桌后面，也没有

叫人家拿个椅子坐下。讲到

最后他还反问这位副教授说：

“这个你也看不懂？”我看到

后觉得很不是滋味，觉得这

会影响他与群众的关系，会

影响到他的工作；人家本来

对你就既佩服又害怕，以后

谁还敢来问你啊。

于是，我决定向钱先生说

明原委。几天后，我瞄准机会，

  1955年 10月 28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
（右）和周培源（中）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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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中央选派了 21 名

中央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赴苏留

学，简称“4821”，高岗长子高

毅（高岗与前妻杨芝芳唯一的孩

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

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

其说中文不好（注：以前记者约

访他时，他总以中文不好，拒绝

记者的采访），倒不如说他不善

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

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

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

罗斯血统的老伴宋丽达对记者

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

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

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

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

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

成了家里的第二语言。 

宋丽达说：“他父亲出事后，

我父亲也‘暴露’了身份，在回中国之前，父亲是苏联克

格勃。你想，‘文革’中我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没人把他当作“高干子弟” 

高毅在 1938 年成为“高干子弟”之前，与母亲杨芝

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

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

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

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那里，

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带领延安的妇女

干部买布、染色、裁剪，送到群众家里去做，为部队提供

服装。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

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向钱先生说：“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怕

你了。譬如，那一天，人家堂堂北大

副教授来向您求教，房间里那么多椅

子也不叫人家坐下，最后还说人家这

个也不懂。人家也是佼佼者，人有脸，

树有皮啊！”

一段时间后，我知道钱先生接受

了我的意见，根据我的判断：只要钱

先生不反驳，就表示接受了。二十年后，

我有事要写封信给钱先生，请人带去，

钱先生看信后就说：“张可文对我帮助

很大！”

钱先生退休后，有一次到所里开

会。领导叫我去，开门后看到钱先生

坐在里面，我刚走进去，他就对大家

说：“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钱先生

90 岁生日时，我才从钱先生长子钱永

刚那里知道，钱先生在这件事后改了

很多脾气。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令我很欣慰，

那就是钱先生将我称作“老战友”。有

一次在电梯里，钱先生向张爱萍介绍

我时说：“这是我的老战友！”我觉着

钱先生真是“新潮”，因为他在国外没

有见过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我是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以“老战友”

称呼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只知道拍马

屁、哄着，越哄越坏。一个好汉三个

人帮，帮什么，就是帮助他自己看不

到的，只有敢于批评你的人才是真正

爱你的人；可现在尽是抬轿子的，把

好人拉下水。钱先生是非常相信真理

的，也很容易和别人沟通，不要怕他；

怕，就是因为你私心杂念太多。有什

么好怕的。

(责任编辑/亚  闻)

(电子邮箱：2003x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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